事业单位的主导性与中国公民社会发展的结构性制约
顾昕

一、导论：国家与非营利部门的关系
        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中，中国的市场转型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显著的标志之一就是民营企业在中国的营利部门 （for-profit sector）中已经占据了重要的地位。虽然国营企业依然举足轻重，但是，政府从非战略性的、竞争性的经济领域实施战略性退出，经过了二十多年的波折，现在已经成为一种政策性共识。与此相对照，在非营利部门（not-for-profit sector），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组织和制度格局却依然故我。虽然“民办非企业单位”开始出现，但公立组织（以下简称事业单位）在公共服务业中的地位，即使不具有垄断性，也具有绝对支配性。虽然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民营部门参与公共服务的提供有所增加，但这种参与一来规模很小，二来也有欠制度化和规范化
。
        事业单位在公共服务领域的支配性，在客观上产生了一种对民办非营利性组织的挤出效应，压缩了其成长的市场空间。在中国，民办非营利组织能否顺利发展，从而形成在国家与市场之间的第三部门或者说公民社会，一方面取决于是否存在一个适宜民办非营利组织成长的法律和政治环境，另一方面也取决于事业单位的改革方向和进程。在某种意义上，影响第三部门发展的一个重大因素在于公共部门的治理变革，其中两大变革至关重要，即民营组织参与公共服务的制度化和事业单位的民营化。
        虽然事业单位在中国的经济社会生活中举足轻重，但是有关的研究，如果与关于企业的研究相比，还不太充分。所谓“事业单位”，根据国务院1998年颁布的一个条例，就是“国家为了社会公益目的，由国家机关举办或者其他组织利用国有资产举办的，从事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活动的社会服务组织”
。不少有关中国事业单位的论述，无论中英文，都强调这一组织类型的中国特色，认定在市场经济中并不存在事业单位的对应物。实际上，任何国家都有公立的社会服务组织。事业单位在市场经济中的对应物就是公共部门组织，或简称公立组织。一般而言，在英文中，“公共部门”（public sector）这个词用来指涉一切由政府出资开办的组织，包括国有企业。
  但是，在发达市场经济中，除了像法国这样少数国家之外，国有企业数量一般很少，绝大多数公共部门组织都是以非营利为取向、提供公共服务（或社会服务）的组织，包括政府职能代理机构（public agencies，例如美国的社会安全署的下属机构）、监管机构、公共服务提供机构（例如公立医院、公立学校、公立科学研究机构、警务机构等等）。这些机构就是中国事业单位的对应物。

        然而，在公共服务的提供方面，中国与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至少有如下两大不同之处。第一，与中国不同，由民营非营利组织组成的第三部门在发达国家中构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经济力量，尤其是在教育、卫生保健、社会服务、文化等领域，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
。第二，在发达国家中，公共服务的提供并不限于公共部门组织，而是有民营部门的广泛参与；即使是由政府预算资金付费的公共服务，也有大量民营机构同政府以契约化的方式来提供服务
。随着新公共管理运动的推展，全球性公共治理变革的主轴就是政府在公共部门的运作中更多地引入市场机制或商业化的管理，其中一个重要的方式就是政府将相当一部分公共服务外包给民营机构。简言之，在公共治理变革的大浪潮中，公私伙伴的建立是一个共同的趋势
。这里的“公”，当然指的是公共部门，而这里的“私”既包括非营利部门、也包括营利部门，但是大量从政府获得公共服务合同的民营机构主要是非营利组织
。因此，当人们谈论公私伙伴时，一般是在谈论政府（公共部门）、非营利组织和商界的三角关系，但本文的重点放在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关系上。
        值得注意的是，第三部门与公共部门的合作伙伴关系并不是理所应当的，也不是与生俱来的。依照Young（1999：32-33）的归纳，非营利组织与政府的关系，无论从历史上还是从理论上看，至少有三种：1）补缺型；2）互补型；3）对手型。在补缺型的关系中，公共服务的主要提供者是公共部门，而非营利组织主要扮演拾遗补缺的角色，其作用就是去填补政府留下来的空白。在互补型的关系，公共部门与非营利组织形成角色互补的合作伙伴关系，一般而言是政府扮演出资者的角色，而非营利组织扮演服务提供者的角色。在对手型的关系中，非营利组织推动政府满足公众对于社会公益品的需求，而政府一方面对非营利组织的推促活动做出反应，另一方面也运用种种监管手段影响第三部门的运作。必须说明的是，第三种关系可以同前两种关系中的任何一种并存，因此这三种关系构不成马克斯•韦伯意义上的理想类型。
        从历史上看，补缺型关系长期占据统治地位。无论在东西方，民间慈善事业源远流长，但是公共服务提供的主体是政府。在补缺型的关系中，公共部门与第三部门在支出关系上呈现此消彼涨的态势。一旦政府增加其在公共服务上的开支，那么第三部门的筹资渠道以及支出规模必定受到挤压。随着国家福利事业的发展，政府在公共服务的提供上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甚至一度挤压了在民间慈善事业的生存空间。对于补缺型关系的存在，最具有说服力的理论就是中国读者相对较为熟悉的两个版本的“失灵论”。第一个版本的“失灵论”是Burton Weisbrod (1988) 提出的“市场/政府失灵论”。根据这一理论，非营利组织的出现乃是市场和政府双重失灵的结果。在市场/政府双重失灵的情况下，非营利组织应运而生，以拾遗补缺的方式，成为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的民间机构。另一个版本是耶鲁大学教授Henry Hansmann (1980) 提出的“契约失灵论”
。契约失灵其实是市场失灵的一个方面，它植根于市场买卖双方的信息不对称。可以说，失灵论预设了一个重要的前提，即非营利组织的作用充其量不过是市场与政府失灵之后的功能替代物；因此，这些理论预设了非营利组织拾遗补缺的角色。
        对于这种从功能主义角度来解释非营利组织存在的理论，组织社会学家们不表赞同。在他们看来，政府和市场干不好某些事情，并不一定表明民营非营利组织一定会“应运而生”。民营非营利组织的发展壮大，至少有赖于某些有利的制度和结构性因素的存在。DiMaggio and Anheier (1990) 从新制度主义的角度来解释非营利组织的存在。在他们看来，任何行动者在组织形成过程中必定受到既有制度的约束，非营利组织的出现无非是制度造就的结果，而具有这种造就效应的制度又受到文化、政治和社会结构的造就。
 具体而言，在组织层面上，行动者究竟在三种组织类型中选择哪一种组织形式，无非是一种在明确法律规定下的理性选择问题。
 在某些行业中，例如医院、博物馆、学校、疗养院、社会服务、媒体等等，有关组织设立的法律本身已经明确规定了三种可供选择的组织形式，即营利性、非营利性和公共组织。组织的创立者如何在这三种形式中做出选择，是一个经验研究的课题。影响行动者做出这一选择的因素大致包括：(1) 组织创立者的价值取向；(2) 从资本市场融资的可能性；(3) 获得政府援助的资格条件。这三大因素当然取决于一个特定社会的文化、政治和社会结构。
        同功能主义的思路有所不同，新制度主义理论并没有预设非营利组织的拾遗补缺角色。非营利组织到底在政府－市场－第三部门这一种三角关系中扮演什么角色，一方面取决于组织行动者自身的选择，但更为重要的是受到更大的环境因素的制约。实际上，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各国的福利国家在经济环境发生变化的情况开始了大规模的改革，改革的重点一方面是所谓的“福利国家收缩”，另一方面是公共部门将提供社会服务的职能向民营部门转移。在福利国家改革的大背景下，非营利部门发生了两方面的深刻变化。一方面，非营利组织的收入来源发生了结构性转变，政府合同或补贴而不是社会捐款成为许多非营利组织的主要财源。起初，这一趋势主要发生在精神卫生和残疾人服务的领域，后来快速扩展到社会服务、医疗服务、社区发展和住房等领域
。另一方面，许多非营利组织变得越来越公司化，它们不仅在内部全面引入营利组织的管理方式，而且还利用其非营利组织的某些优势（例如免税）进入营利组织的市场领域
。
        面对福利国家以及第三部门的转型，补缺型模式显然无法给出合理的解释，互补型模式取而代之。在互补型的关系中，公共部门的支出增长往往能带动第三部门的成长，从而呈现一种相得益彰的局面。在理论上，莱斯特·萨拉蒙是非营利组织与政府互补型关系（也就是合作伙伴关系）的最有力鼓吹者。早在1987年，萨拉蒙本人就提出了国家与非营利组织伙伴关系的想法
；后来他在1995年出版了《公共服务中的伙伴》一书，系统发展了他早期的一些想法，从志愿失灵的角度为国家与第三部门的合作伙伴关系提供了理论论证。也是在1987年，美国民营化理论家伊曼努尔∙萨瓦斯（Emanuel S. Savas），基于对公共服务参与者不同角色的划分，提出了政府与民间组织在公共服务领域中分工合作的主张；后来他在此基础上全面发展了公私伙伴关系的理论（萨瓦斯，2002）。
        国际学术界对于国家与第三部门二元对立理论以及非营利组织拾遗补缺理论的扬弃在20世纪90年代达到了高潮。1990年，两位挪威学者在一本影响不大的文集中发表了一篇文章，基于挪威的经验批判了福利国家与第三部门的此消彼长论，主张在西方福利国家的发展过程中国家与第三部门的合作而不是冲突始终是主轴
。1992年，他们在其主编的一部文集中，根据新制度主义的思路，以融资与控制为一个维度，沟通与接触为另一个维度，发展了一套关于政府与第三部门关系的类型学。基于他们提出的分析框架，文集中的诸多作者对欧洲国家的经验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研究的结果表明，在欧洲中，那种第三部门组织与国家完全独立，从而走向充分自我运作的模式，至少在社会福利与社会服务领域内，基本上不存在。民间的组织同国家保持某种合作伙伴关系是一种常态，它们之间的差别不过在于合作的具体方式（也就是在上述的两个维度上）有所不同
。几乎与此同时，由两位德国学者赫尔姆特∙安海尔（Helmut K. Anheier）和沃尔弗冈∙塞贝尔（Wolfgang Seibel）领衔的一批国际学者也从融资与服务递送相区分的角度，发展出另外一套比较国家与第三部门组织关系的分析框架，并且对许多国家第三部门发展的各个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Anheier and Seibel 1992）。随着福利国家改革实践的发展以及经验研究的深入，互补型国家与第三部门关系的模式，成为有关非营利组织研究的主流（Anheier and Kendall 2001）。值得注意的是，有关非营利组织研究的这一主流同关于福利国家改革的主流研究合流。福利混合（welfare mix）成为福利改革理论和实践的主要诉求，其主旨就是福利或者社会服务的提供者日益走向多元化，民间组织（尤其是民间非营利组织）愈来愈多地参与到社会服务领域，但是国家并没有退出，而是扮演社会服务出资者、推动者和监管者的角色（Ascoli and Ranci 2002）。
        Young（1999）的三类型分析框架虽然植根于美国第三部门的历史，但是也能在一定程度上适用于分析中国的情形。很显然，对手型的非营利组织与政府关系对于中国来说是不相干的。在中国，非营利组织运行的制度环境具有浓烈的国家法团主义特征，从而限制了第三部门（或公民社会）的成长（顾昕、王旭  2005；Gu 2000）。从某种意义上说，国家固守这种这种限制型的制度框架，主要是为了防范对手型非营利组织与政府关系的形成。虽然，通过上文的文献梳理，我们可以得出一点启示，即无论是世界各国的实践还是有关理论研究的发现，都表明国家与民间组织对手型的关系并不是两者之间唯一的一种关系，而两者之间互补型关系的形成无疑对于中国政府职能的转型还是社会事业的发展都有极大的推进作用。因此，我们完全没有必要因噎废食，为了防范可能会造成双输局面的对手型关系的形成而阻碍双赢式互补型关系的发育和成长。随着中国公共治理的变革，互补型关系并非没有可能形成，但却不是目前非营利组织与政府关系的写照。目前，民间非营利组织的角色依然限于拾遗补缺，而事业单位主宰着公共服务。两者的关系正如补缺型关系模式所刻画的，公共部门的主宰性对于第三部门的成长产生了挤出效应。
        因此，中国第三部门的发展，归根结底是民间组织与政府的关系怎样实现从补缺型向互补型转型的问题。当然，我们在思考这一问题的过程，不应忘记运用新制度主义的睿智，将非营利组织与政府的关系首先置于制约非营利组织本身的制度环境之中，其次置于更大的政治经济社会背景之中来考察。本文便试图从这一方面对我国公共部门与民间非营利组织的关系进行较为系统的考察。
二、事业单位在中国公共服务中的主导性
        在改革前的社会经济体制中，中国的非营利部门由公立组织（也就是我们所谓的“事业单位” ）一统天下，民办的非营利组织几乎不存在。这一特征同营利部门（或企业）具有平行性，当时国有企业也一统天下，民营企业根本不存在。当然，我们在这里运用营利部门与非营利部门的划分是为了行文的方便。实际上，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这一划分根本不存在。在当时，除了党政机关，所有组织都被划分生产性和非生产性组织，而后者就是我们所说的“事业单位”。 经过了长达20多年的市场化改革，中国的非营利部门并没有发生重大的结构性转型，事业单位依然主宰着这一部门，而民办非营利部门依然嬴弱。
        事业单位的规模究竟多么庞大，这不是一个能够轻易回答的问题，因为有关事业单位机构数、就业人数、雇员构成等很多重要的数据并没有公开。国家统计局曾经在2001年进行了第二次全国性基本单位普查，在2004年进行了全国第一次经济普查，其中均包含了事业单位总量和分布的数据。但是，在已经公布的统计公报中，事业单位往往同行政机构列为一类。根据这两次普查，行政事业单位在2001年底有102.6万个，占全部法人单位总数的20.1％；到2004年底，行政事业单位有90.0万个，占全部法人单位总数的17.4％。
 由此可见，行政事业单位的总规模在缩减。
        一般的估计是，中国大约有100多万个事业单位，其就业人数大约在3000万人，占公共部门就业人数的41％，全国劳动力总量的4％；事业单位还吸纳了60％受过良好教育的中国专业技术人员，大约三分之二的非经营性国有资产，以及大量的国有土地
。在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家统计局发布事业单位职工人数的数字。“职工”是计划经济体制遗留下来的范畴，意指单位中的正式雇员。
 虽然有关职工的统计数字并不能完整地体现所考察对象的规模，但是对于这些数字的分析依然具有参考价值。图3-1显示，事业单位中的正式职工数在1997以前一直保持增长，但自1998年以来，职工总数出现了轻度下降，显示事业单位的规模开始得到了控制。但是，其职工人数占全国职工总数的比重却有所攀升，直到2003年这一势头才停止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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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中国事业单位中的就业人数及其占全部职工的比重，1990-2006年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历年。

        接下来，我们借鉴国际上研究非营利部门的通常做法，选用了三项指标，即事业单位就业人数占非农就业、服务业就业和公共部门就业的比重，来进一步衡量事业单位的规模。这三项指标也是国际上通用的度量公立组织重要性的指标。由图3-2可以看出，事业单位职工人数占全部非农就业的比重，自1990年以来始终呈现微幅下降的趋势。事业单位职工人数占服务业就业的比重有实质性的下降，从1991年19.3%的高点下降到2006年11.2%的低点，这显然要归因于第三产业中营利性组织的增加。值得注意的是，事业单位职工人数占公共部门职工总数的比重却有逐年增加的趋势，到2006年达到了44.5%的高点，其主要的原因在于公共部门中国有企业就业比重逐年下降和行政机构缩减的结果。图3-2展示的趋势反映出，中国在顺应全球性公共部门瘦身的大潮流方面，最大障碍就来自事业单位。从结构上来看，事业单位在中国占据了国外民间非营利组织所占据的位置。
 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非营利部门国际比较项目的研究发现，在22个国家中，民间非营利组织正式雇员在1995年分别占全部非农就业的5%，全部服务业的10%，全部公共部门就业的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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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 中国事业单位的重要性（以就业人数来衡量），1990-2006年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历年。

        可以说，在公共服务领域，事业单位挤占了民办非营利组织的位置。实际上，虽然自20世纪80后期以来民办科研机构、教育机构、文化机构等开始出现，但是有关民办非营利组织的法律地位一直不明确。直到1998年，国务院才颁布了《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自此以后民办非企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基金会成为非营利组织在中国注册的三种形式。作为一种非会员制的民办非营利组织，民办非企业单位的数量逐年攀升，其年增长幅度在这一条例公布的最初几年很高，而自2003年开始保持平稳（参见图3-3）。从服务领域的分布来看，民办非企业单位的半壁江山被教育机构占据，卫生机构占大约五分之一的比重，劳动和民政（社会福利）机构也有一定的比重，其余则是文化、科技、体育、社会中介和法律服务业（参见表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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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民办非企业单位的增长，1999-2006年
资料来源：《中国民政统计年鉴》，2007年，第78页。
表3-1：民办非企业单位的服务领域分布，2003-2006年

	服务领域
	2003
	2004
	2005
	2006

	
	总数
	比重
	总数
	比重
	总数
	比重
	总数
	比重

	教育
	62776
	50.4%
	69068
	51.1%
	75812
	51.4%
	80666
	50.0%

	卫生
	26795
	21.5%
	27509
	20.3%
	27179
	18.4%
	28050
	17.4%

	劳动
	9037
	7.3%
	10736
	7.9%
	12085
	8.2%
	13878
	8.6%

	民政
	7792
	6.3%
	9658
	7.1%
	10445
	7.1%
	11179
	6.9%

	科技
	4522
	3.6%
	5824
	4.3%
	6915
	4.7%
	7927
	4.9%

	文化
	2811
	2.3%
	3139
	2.3%
	3773
	2.6%
	4482
	2.8%

	体育
	2682
	2.2%
	3441
	2.5%
	4012
	2.7%
	4712
	2.9%

	社会中介服务
	1777
	0.9%
	1275
	0.9%
	1665
	1.1%
	1997
	1.2%

	法律服务
	728
	0.4%
	546
	0.4%
	662
	0.4%
	682
	0.4%

	其他
	5571
	4.5%
	3985
	2.9%
	5089
	3.4%
	7730
	4.8%


资料来源：《中国民政统计年鉴》，2005年（光盘版），B03表。
        从机构数量上看，民办非企业单位到2006年底超过16万，但无论如何不能同事业单位上百万的机构规模相提并论。2006年末，民办非企业单位职工总数为154万人
，同事业单位的职工人数当然也无法相提并论。众所周知，许多事业单位是大型组织，但民办非企业单位则是另一回事。进一步分析民办非企业单位的注册类型，可以帮助我们从一个侧面了解其规模的状况。自2003年起，民办非企业单位可以以三种形式注册，即法人、合伙、个体。法人相当于公司中的有限责任制，其雇员规模或许稍微大一些，但以合伙和个体形式注册的民办非企业单位绝对是小型组织。表3-2的数据显示，以个体形式注册的民办非企业单位在2003年几乎占了总量的一半，此后虽然其比重有所下降，但是到2006年底依然举足轻重，占36.6%。此外，民办非企业中还有一些合伙制的单位。民办非企业中的法人单位比重尽管在增加，但是这些单位的规模估计一般都不大。所有这些都显示，无论是从机构数量还是从雇员人数上看，民办非企业单位都只是事业单位的零头。事业单位在公共服务领域的主导性挤占了民办非营利组织的空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表3-2： 民办非企业单位的注册类型，2003-2006年

	年份
	法人
	合伙
	个体

	
	数量
	比重
	数量
	比重
	数量
	比重

	2003
	56633
	45.5%
	6075
	4.9%
	61783
	49.6%

	2004
	64308
	47.6%
	7220
	5.3%
	63653
	47.1%

	2005
	75623
	51.2%
	6481
	4.4%
	65523
	44.4%

	2006
	95688
	59.3%
	6644
	4.1%
	58971
	36.6%


资料来源：《中国民政统计年鉴》，2007年，第188页；2006年，第154-155页；2005年，第108页。
三 、事业单位的功能、治理结构以及组织变革
        前文已述，事业单位是公立机构，而国家设立这些机构的目的是为了促进社会公益。然而，“社会公益性”是一个相当模糊的标准，没有实际的操作意义，人们无法以此为依据来判断政府是否应该设立公立机构来提供某些物品和服务。一般而言，政府出面提供物品或服务往往发生在市场失灵之时，而市场失灵不外是由于存在以下四种情形：公共物品、高度外部性、自然垄断和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值得注意的是，既使某类物品和服务的生产存在以上四种情形，也不一定必然要求政府以直接提供（这意味着创办事业单位）的方式加以干预。正如本文的导论所述，除了直接提供之外，政府还有监管（或规制）和付费这两种干预市场的方式。将政府干预市场的三种方式分开，尤其是把服务提供与服务出资分开，是公共管理的基本思路之一，是国家与第三部门互补型关系的基础，也是国际福利国家改革的大趋势。
        通过考察其服务提供的领域，我们可以发现目前中国事业单位的存在理据非常不清楚。仅以2004年的情形为例，我们可以发现，在现有体制下，相当多的事业单位既不提供公共物品，也不提供俱乐部物品，而是从事各种私人物品的生产（参见图3-4）。实际上这些产品完全可以通过市场化运作来提供。这一点在媒体、娱乐、体育领域中最为突出。在另外一些领域，如卫生保健、教育和社会服务等，公共物品、俱乐部物品以及私人物品实际上可以共存，但是长期以来，这些领域私人物品的生产和提供问题要么被忽视，要么同其他两种类型物品混为一谈。而且，在这些领域，国际经验显示，公共服务的民间提供也是完全有可能的，而政府只需行使付费者和监管者的职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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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事业单位的服务领域（以职工人数来计算），2004年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4年，第116-117页。

        如果说事业单位的活动领域非常之宽是中国的一个特色的话，那么另一个中国特色是事业单位的高度官僚化。事业单位不仅是政府创办的，而且是政府直接管理的。所有的事业单位都隶属于某一级政府中的某个部门，该部门作为事业单位的“主管部门”掌握该单位管理层的任命权，并且审批其运营、预算、人事计划，以及评估其绩效的权力。所有单位及其正式从业人员均有相应的行政级别
。正如改革前的国有企业一样，事业单位很难说是独立的社会经济实体，根本不是一个真正的法人，而只是庞大管理体系中的一个预算单位。由于缺乏管理的自主性，也缺乏适当的激励机制，更缺乏竞争，事业单位很少对社会上有关公共产品和服务的需求作出积极主动的反应。在这种体制下，事业单位的典型行为是眼睛向上，以增加或至少维持事业费不削减为其主要工作目标
。事业单位还同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有企业一样具有投资饥饿症，其管理层均有极大的动力致力于借助投资来扩张本单位的规模，而规模的扩大往往意味着其在管理体系中的地位（也就是行政级别）可以攀升，至于投资从那里来、如何偿还则不要多操心。从20世纪90年代末期到新世纪初，大批高等院校大量借贷扩大规模，目前许多学校无力偿还贷款，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同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中的许多公立机构不一样，中国的事业单位基本上不采用理事会形式的内部治理结构。一般而言，党委扮演着类似理事会的角色，而行政主管一般是党委的成员之一；但是，同公司中董事会与经理的关系不同，事业单位中的党委书记和行政主管都是由上级主管部门任命的。究竟党委书记还是行政主管是事业单位的最高领导，并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而两者的关系完全取决于一时一地的特定情形。事业单位中的双巨头配合无间的例子固然不少，但是因为两者互不咬弦而致使该单位无法正常运作的例子也俯拾皆是。
        中国事业单位的另一个特色是人事制度与政府公务员基本相同。尽管近期引入了劳动合同制以及职务聘任制，但是事业单位的职工仍然享受事实上的终身雇用。事业单位职工的正式工资制度也和公务员差不多，只不过事业单位在非正式收入和奖金分配上比政府公务员享有更大的灵活性。在养老金和医疗保障方面，事业单位的职工原来同政府公务员没有什么区别，享有优厚的退休金和公费医疗，但近来开始向原本在企业中实行的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并轨。
        正如全世界官僚化的公共部门组织一样，中国的事业单位体制弊端重重。姑且不论人浮于事、繁文缛节、服务低劣等种种负面现象，对国家而言，公立组织规模庞大的直接后果就是财政负担沉重。虽然目前没有较为精确的统计数字，但是基本的事实是，大量的事业单位依赖财政拨款才得以维持。据世界银行（2005: 2）的估计，各级政府综合预算中经常性开支的三分之一都花在事业单位的运作维持之上。众多事业单位的存在，及其所提供的就业职位，乃是中国公共部门总体规模庞大的最重要贡献因素之一。近二十多年来，中国政府实施了多次机构改革，试图为公共部门瘦身，但总是虎头蛇尾，其中最主要的症结在于事业单位的结构转型困难重重。
        中国事业单位的众多弊端众所周知，其改革的必要性不言而喻。虽然没有明确的战略，而且很多改革的措施具有反应性的特征，主要是为了应对眼前出现的问题，但是过去二十年事业单位改革仍然有一个大体可辨的方向，即市场化
。为了减轻财政压力，国家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就削减或者不增加事业单位的财政预算拨款，而允许事业单位为了生存或发展而自行创收。除了管理层的任命权以及人事制度之外，事业单位的自主权开始增多。这一政策首先在科技研究与发展领域发端，国家鼓励（甚至在某种情况下迫使）大批从事应用型工作的事业单位在技术市场上出售其技术开发成果或提供技术服务而实现财务自主。继而，类似的政策开始在教育、医疗卫生、文化媒体等领域推行。国家根据其财务自主的程度和潜力，把事业单位分为全额拨款、差额拨款、自收自支三类，实施分类管理。目前，我们缺乏有关的数据以了解三种类型的事业单位的比重。但大体来说，全额拨款型事业单位的数量已经不多，而差额拨款和自收自支两类应该占有很大的比重。
        进而，自收自支类别的出现导致事业单位中出现了一个新的组织类别，即“企业化管理的事业单位”。这一新类别的出现标志着部分事业单位走上了公司化改革的道路。尽管我们目前无法得知“企业化管理的事业单位”究竟有多少及其在事业单位中的比重，但是一般认为这一趋势在媒体和文化领域发展非常迅猛，尤其是最近几年，一批媒体文化公司集团出现。在司法和财会领域，许多原事业单位同政府部门脱钩，成为独立的合伙制事务所。
        然而，事业单位的公司化改革并不彻底。一方面，许多事业单位已经是不折不扣的企业，但是却依然按照原事业单位的方式来管理。所谓企业化管理，只是简化成自收自支、经营纳税而已。在产权、人事和财务这些悠关企业发展的制度建设上，这些企业化管理的事业单位并没有走上建设现代公司的轨道，反而依然保留着原有的官僚化气息，因而极大地限制了这些单位的发展。不少单位（例如众多公立电视台）实际上已经变成了企业，已经有条件成为上市公司，变成蓝筹股，甚至有望成为世界级的企业（例如不少重量级的大众媒体），但却依然是事业单位。
        另一方面，事业单位与企业、非营利组织与营利组织界线不清，也给不少机构提供了大量制度缝隙以牟取暴利。大量事业单位创办了各种的营利性组织，但同时享受事业单位的税务优惠。不少事业单位则以一个机构、几块牌子的方式行事，具有营利性和非营利性组织的双重身份，以便两边的好处均沾。毫无疑问，我们尚没有建立一套完整的监管体系，对非营利组织的非营利性质进行有效的监管。

四 事业单位改革的后果：没有民营化的商业化
        事业单位的市场化改革导致了一种结果，即没有民营化的商业化，或者说没有民营化的市场化。各种公立机构一方面在公共服务市场上追逐利润、淡化社会公益性，另一方面又可以从政府那里汲取各种资源。政府则一方面是抓住各种事业单位的公立性质不放，为民营化设置很多障碍，但另一方面对于如何维持公立机构的社会公益性一筹莫展。让我们以医疗领域市场化改革为例说明这一现象
。
    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私人医疗开业合法化了，民营医疗机构开始出现，但是其成长速度远远不能同其他部门的民营经济相比。绝大多数原有体制内的公立医疗服务机构走上了自主经营的道路，其主要收入来源是以服务换取的收费和出售药物。虽然它们的许多行为已经同企业没有多大差别，并且在单纯追求商业化、减少履行社会功能方面同很多企业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但在制度上它们依然是事业单位。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在公立医院中出现了法人化（corporatization）和民营化的苗头，即公立医院转型为完全独立于政府的民办非营利组织，但是一来有关的政策本身具有很多含混之处，二来一整套有利于民办非营利组织正常运行的制度框架正在形成之中，三来公众与决策层都对民营医疗机构能否以及如何在市场化的运作中履行某些社会职能缺乏了解，公立医院的法人化与民营化转型至今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

    在改革之前和改革初期，卫生部管辖的医院占很大一部分，其余的多数为其他政府部门和军队所属，还有少量集体所有制的小医院，民营医院根本不存在。1985年，国务院转发卫生部《关于卫生工作改革若干政策问题的报告》，揭开了医疗机构转型的序幕。在此之后，不仅私人开业行医合法了，政府也允许“社会力量”兴办医疗事业，民营医院开始出现。但是，由于政府对民营医院施加了严格的管制，其建立必须得到卫生部等众多政府部门的批准，再加上整个社会长期以来完全不认同医院以营利性组织运营的理念和方式，
因此民营医院的成长并不迅速。

    由于民营医院增长缓慢，中国城市医疗部门从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继承下来的组织格局，直到世纪之交都没有发生重大变革。图3-5显示，在1998-2001年间，以机构数量来衡量，由卫生部管辖的医院占城市医院总数的大约40%，由其他各部门管辖的医院占据半壁江山，大约5%的医院是集体所有制，其余为民营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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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5：中国城市医院所有制构成，以机构数衡量，1998-2001年
资料来源：《全国卫生统计年报资料》，1998年，第6页；1999年，第6页；2000年，第3页；2001年，第3页。

    如果以床位数来衡量（参见图3-6），那么卫生部管辖的医院占据三分之二强的比重，其他各部门管辖的医院占据三分之一弱的比重，而民营医院和集体所有制医院的床位数量微不足道。由此可见，民营医疗部门中的医院以小型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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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6：中国城市医院所有制构成，以床位数衡量，1998-2001年
资料来源：《全国卫生统计年报资料》，1998年，第6页；1999年，第6页；2000年，第3页；2001年，第3页。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有关医疗资源配置的决策，完全由政府垄断，至于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在有关决策中占主导地位，依赖于国家投资体制的不断变化。医疗服务机构则不断在各自的部门通过纵向的渠道，向政府争取获得医疗卫生投资大饼中的一片。在计划体制时期，医疗服务被视为“非生产性”，根本就不是一种经济活动，而是一种社会公益事业。国家对医疗服务和药品的价格都实施严格的计划管理，维持在很低的水平。医疗服务机构从服务递送和药品出售所获收入，甚至无法抵消开支。受雇于这些医院的绝大多数医疗服务专业人士都是领取薪水的“国家干部”，他们的职位和工资水平都受到国家人事计划的控制，也就是“编制管理”。国家医疗卫生投资总额中的“事业费”，就是按各机构人员编制情况下拨。可以说，在旧体制下，中国城市的医院无非是整个国家与事业单位大等级体系中处在不同层级的单位，完全缺乏自主性。

    这样的情形当然不为中国城市医院所独有，乃是所有所谓“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中医院的共同特征。实际上，虽然不如上面描述的那样极端，市场经济国家中的公立医院中也或多或少有如上所述的特征。在市场经济中，经典意义的公立医院也是作为政府中的一个预算单位来运作，医院的管理者基本上是行政官员。医院所有战略性事务以及重要的日常事务，都受制于整个政府官僚体系的规则。政府通过财政预算决定医院的收入：如果医院超收，那么多余的收入便要上缴；如果医院亏空，那么便由财政填补（Harding and  Preker  2003：52）。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兴起，世界各地的公立医院都走上了改革之途。

     根据世界银行专家的研究，全球性公立医院的改革以如下三种模式展开：

1. 自主化：公立医院依然是公共部门的一部分，但其所有日常事务的控制权完全从官僚等级体系转移到医院的管理者的手中；在财务上，国家设立定额预算，医院在预算范围内可以自主支配财务收支；监督权力依然掌握在官僚体系之中，一般而言以某些绩效指标作为衡量标尺的问责机制建立起来，有时会引入“绩效合同制”。

2. 法人化：公立医院独立于公共部门（或政府部门），成为一个法人实体，并且建立法人治理结构。政府部门作为其主要发起人，在医院董事会中占据重要地位。医院完全以民营实体的方式，无论是营利性还是非营利性的，参与到医疗服务市场中的竞争。医院必须自负盈亏，而且有可能走向破产。

3. 民营化：公立医院转型为民营实体，无论是营利性还是非营利性的。政府解除对医院的直接控制，从其法人治理结构中撤出。国有资产以各种方式向民营化医院的运营者出售（Harding and Preker 2003：23-78）。

    中国公立医院的改革也不脱这三种模式。可以说，在20世纪8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医疗机构的改革基本上停留在自主化的阶段之前，即维持医疗机构作为公共部门预算单位的地位，只是在预算的编制和执行方面进行小修小补。当然，也有少量机构就承包制进行了试验。真正具有转折意义的新政策出现在1989年。这一年，卫生部、财政部、国家物价局等多部门联合发出文件，提出一系列改革医疗服务机构的新政策，其中的要点包括：

· 全面实施承包制：医疗机构同卫生主管部门签订承包合同，确定人员编制、服务质量标准和拨款数量，在完成合同目标的前提下，医疗机构实行自主管理，自主经营，自主支配财物。

· 允许有偿服务：允许医疗卫生人员和医疗机构从事各种有偿服务。

· 提高医疗服务收费：允许特殊的、高质量的服务（所谓“特诊服务”）提高收费，但公费、劳保不予报销。（卫生部  1990：51-52）

    毫无疑问，所有这些措施的实施标志着医疗服务机构的改革从1989年起正式全面地进入了“自主化”的时期。从运营性质来说，医疗服务机构开始转变成为以提供服务换取收入（service-for-fee）的组织，但在组织上依然是公立机构，也就是我们通常所称的“事业单位”。尽管相当一部分医疗机构依然可以获得财政拨款，因此被归类为“差额拨款的事业单位”，但它们的主要收入来源越来越倚重于其运营。主要的运营收入来源有二：服务收费和药品出售。由于医疗服务价格受到管制，因此药品出售一度成为医疗机构最重要的创收来源。随着国家对医疗服务价格逐渐放松管制，两者的重要性走向趋同。相对来说，政府拨款对于医疗机构收入的重要性越来越低，这一点对于医院来说尤为显著。图3-7的统计数字显示，在近些年，政府拨款在所有政府办的综合医院总收入中的比重，在一成上下摆动，在2005年更是达到创纪录的低值7.4%。

     自主化改革极大地改变了医疗机构的行为。它们从原来在计划体制下照章办事的被动机构转变成为医疗服务市场的积极参与者，而追求收入最大化也成为其运营的主要目标。由于自费病人在医疗服务市场中占有相当大的份额，再加上目前社会医疗保险机构作为医疗服务的第三方购买者多采用公共报销模式作为支付手段，对于医疗服务提供者控制医疗费用缺乏有效的手段，追求收入最大化的医疗机构必然会产生大量所谓“供方诱导需求”的问题。开大处方、过分提供医疗服务、乱收费甚至收取“红包”的行为可以说层出不穷，被称为“医殇”
。

[image: image7.emf]44.2%

43.0%

2.6%

10.2%

45.1%

43.4%

2.7%

8.8%

44.6%

40.3%

2.2%

12.8%

47.5%

43.0%

2.1%

7.4%

48.4%

41.3%

1.9%

8.4%

0% 10% 20% 30% 40% 50% 60%

医疗服务

药品出售

其他

政府拨款

2006

2005

2004

2003

2002

图3-7：政府办医院收入来源构成，2002-2006年
资料来源：《中国卫生统计年鉴》，2004年，第85页；2005年，第100页；2006年，第102页；2007年，第100页。

    供方诱导需求问题的大量涌现必然导致医疗费用的快速增长。图3-8显示，自1989 年医疗服务机构开始“自主化改革”以来，政府公立医院的门诊和住院费用增长势头，远远超过城市人均收入的增长。表3-3的数据表明，行政级别越高的医院，无论是其门诊还是住院费用的增长速度就越高，唯一的例外是卫生部属医院的门诊费用增长低于省属医院。医疗费用的超常快速增长已经成为当今中国最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低收入民众因“看病贵”、“看病难”而怨声载道。
    毫无疑问，“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政府也努力试图遏制这一现象，但是却缺少有效的政策工具。行政整顿是政策工具之一。2004年，卫生部开始实施对所谓“医疗行业的不正之风”进行专项整顿。目标锁定接受回扣、收受红包、乱收费等。行政整顿一般能在一时产生一定的效果，但是其可持续性令人怀疑，因为这一措施并没有改变医疗服务提供者的激励结构（incentive），而另一方面行政机关也缺乏持久的动力始终对医疗机构的不规范行为睁大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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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全国综合医院医疗费用的增长指数，1990-2006年
资料来源：《中国卫生统计年鉴》，2004年，第87页；2006年，第105页；2007年，第104页；《中国统计年鉴》，2004年，第53、357页；2005年，第335页；2006年，第369页。

表3-2：各级医院人均门诊和人均住院费用增长指数，1990－2006年
	
	卫生部属医院
	省属医院
	省辖市医院
	地辖市医院
	县属医院

	
	门诊
	住院
	门诊
	住院
	门诊
	住院
	门诊
	住院
	门诊
	住院

	199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995
	383
	380
	411
	383
	364
	353
	343
	323
	306
	284

	2000
	652
	650
	841
	638
	775
	596
	682
	570
	678
	514

	2001
	861
	682
	863
	669
	828
	610
	786
	613
	719
	530

	2002
	1024
	867
	956
	778
	871
	684
	826
	669
	789
	574

	2003
	1033
	928
	1026
	832
	982
	750
	894
	734
	847
	613

	2004
	1087
	902
	1095
	874
	1043
	821
	965
	771
	954
	674

	2005
	1144
	957
	1203
	967
	1098
	874
	1042
	846
	1040
	731

	2006
	1164
	941
	1186
	949
	1112
	858
	1048
	847
	1046
	723


资料来源：《中国卫生统计年鉴》2006年，第105页；2007年，第105页。
五、“非营利”概念的引入：事业单位改革的新路？

    实际上，事业单位市场化改革中出现的过度商业化问题，不仅在医疗领域中存在，而且在教育、社会服务、文化等领域中同样存在，而各级公立教育机构收费居高不下的问题在2005年成为公众诟病的焦点。昂贵的医疗、教育还有住房甚至被民众列为“新三座大山”。面对事业单位市场化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很多政策制订者和研究者把非营利组织视为改革事业单位治理结构和激励机制的一种替代性选择（世界银行 2005：9）。通过引入“非营利组织”的概念来改革事业单位的努力在医疗领域最为突出。
    2000年，中国政府推出了一项新的医疗改革措施，即将城镇医疗机构分为非营利性和营利性两类进行管理。国家根据医疗机构的性质、社会功能及其承担的任务，制定并实施不同的财税、价格政策。非营利性医疗机构在医疗服务体系中占主导地位，享受相应的税收优惠政策。政府举办的非营利性医疗机构由同级财政给予合理补助，并按扣除财政补助和药品差价收入后的成本制定医疗服务价格；其他非营利性医疗机构不享受政府补助，医疗服务价格执行政府指导价。营利性医疗机构的医疗服务价格放开，由市场来决定。非营利医疗机构主要提供基本医疗服务，也可以提供少量的非基本医疗服务。营利性医疗机构的服务提供根据市场需求自主决定。

     根据这项新的政策，现有医疗机构必须重新确定其组织性质，确定的原则为“自愿选择与政府核定相结合”，具体办法如下：

· 政府举办的、承担基本医疗服务的、代表地区或国家水平的医疗机构，由举办的政府加以核定，定为非营利医疗机构；
· 原来由政府举办的、但现在政府决定不加以核定的医疗机构，可以自行选择注册为非营利性或营利性机构；
· 由企业和事业单位兴办的、主要为本单位成员服务的，可定位非营利机构；对外开放的医疗机构，可以自行选择其组织性质；
· 由社会团体和其他社会组织兴办的医疗机构，可以自行选择其组织性质。

· 个体诊所、股份制、股份合作制和中外合资医疗机构一般定为营利性医疗机构。

    乍看起来，有关城镇医疗机构改革分类管理的新政策，为公立医疗机构的法人化和民营化开辟了制度空间。新政策明确提出，在实施医疗机构的分类过程中，鼓励新型管理机制的形成，如建立医院管理委员会、理事会、董事会等，是医疗机构成为真正自主管理的法人实体。而相当一部分原来由政府机构、国有企业和事业单位创办的医疗机构，也可以走向民营化，转型成为民办的非营利组织。现有的制度框架似乎为医疗机构对组织模式的各种选择开辟了空间。
    同其他改革不大相同，这项改革的实施可谓雷厉风行。到2001年，医疗机构分类的工作基本完成。图3-9显示，到2002年底，绝大多数原来属于事业单位的医院已经重新注册为非营利组织，另外一些注册为营利性医院。到2006年底，非营利性医院占医院总数的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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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9：医院的组织类别（以机构数为衡量），2002-2006年
资料来源：《中国卫生统计年鉴》，2007年，第6、9页；2006年，第6、9页；2005年，第6、9页；2004年，第6、9页；2003年，第6、9页。

然而，这项改革并没有产生实质性的变化，令人有“新瓶装旧酒”之感（周良荣、屈全福、李钢强  2003 ：61-92）。实际上，大多数非营利性医疗机构是所谓“政府办”的非营利组织。图3-10给出的统计数字就说明了这一点。以2006年为例，公立医院占医院总数的50.7%，这些都是非营利医院。企业兴办的医院也都定位于“非营利性”，还有少数民办医院是非营利组织。而在西方国家“非营利组织”一词一般意指“民办”的非营利组织，而政府办的非营利组织一般被称为“公立组织”。因此，虽然在我国大多数医疗机构冠名为“非营利组织”，但它们还依然是“公立组织”，也就是“事业单位”。它们大多数并没有建立起法人治理结构（corporate governance），同政府的关系依然停留在原有的格局之中。换言之，虽然现有的制度架构已经为医疗机构选择民营非营利组织的组织形式提供了可能性，但是大多数医疗机构出于理性选择并没有这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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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0：医院的所有制形式（以机构数为衡量），2002-2006年
资料来源：《中国卫生统计年鉴》，2005年，第6页；2004年，第6页；2003年，第6页；2002年，第6页。

可以说，机械地将“非营利组织”的概念引入事业单位的改革之中，没有产生多大实质性的组织和制度变革，只不过是创造了“国有非营利组织”或“公立非营利组织”这样一些奇怪的名词而已。在实质上，这些机构依然是原来的事业单位，依然接受主管部门的行政管理，依然热衷于从各自市场上实现创收最大化但同时也实现汲取政府资源的最大化。在各自的服务领域中，政府部门一方面是政策的制定者，另一方面又是服务提供者的老板（事业单位的上级主管），这种“官办不分”的局面往往导致服务提供者俘获政策制定者的局面
。

在事业单位民营化毫无进展的同时，非营利组织成长的空间由于法律和政策的因素受到挤压。根据国务院颁布的有关条例
，民办非企业单位的成立必须满足种种苛刻的条件，造就了比事业单位运营更为不利的环境。例如条例规定，如果“在同一行政区域内已有业务范围相同或者相似的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机关可以不批准新的民办非企业单位的成立。虽然没有明确规定，但是如果在同一行政区内已有业务范围相同或者相似的事业单位，新的民营竞争者恐怕也无法出现。条例还规定，“民办非企业单位不得设立分支机构”，但是事业单位则没有这种限制。条例还规定，“民办非企业单位不得从事营利性经营活动”，但事业单位却可以设公司、办工厂，甚至还能享受税务优惠。或许正是因为民办非营利组织的生存和成长环境如此不利，既使“非营利组织”的概念虽然已经引入事业单位的改革之中，但很少有理性的事业单位真正选择民营化。这正如本文导论中所介绍的，功能主义的理论在解释民办非营利组织是否兴起上存在着问题。事实上，在众多公共服务领域，市场和政府双失灵的情形在中国比比皆是，Henry Hansmann（译名） (1980) 描绘的“契约失灵”举世皆然，民众与社会对于民办非营利组织的需求甚殷，但是民办非营利组织并没有应运而生。要理解民办非营利组织的成长困境，还是社会学中的新制度主义更为相干。任何组织都是行动者创办的，而行动者的行为多为在现实制度和结构因素制约下的理性选择。在事业单位主宰公共服务的结构性因素以及不利于民间非营利组织创办和发展的制度性因素并存的情况下，第三部门在中国迟迟不能发展壮大也毫不奇怪。
六、结论：公民社会的发展有赖于能促型国家的推动
        在中国，第三部门的成长非常缓慢，主要原因有二。第一，民办非营利组织身处一种限制型的法律和政策环境之中，其创办和成长必须满足一系列苛刻的条件；第二，事业单位在公共服务领域的统治地位，压缩了民办非营利组织的成长空间。
        经过二十多年的市场化改革，事业单位在教育、医疗卫生、科技研究与开发等领域依然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从而主宰着公共服务的市场空间。虽然事业单位的改革走上了市场化的道路，但是全球性新公共管理运动的两大重要路径，即民营部门在公共服务中的参与和公立机构的民营化，尚没有成为中国公共部门治理变革的主轴。目前，民营的非营利组织不仅数量少、规模小，成长势头日趋减缓。民营部门在公共服务中的参与虽然有所增加，但是依然微不足道。民办非营利组织依然扮演补缺型的角色。与此同时，事业单位的民营化依然举步维艰。一方面，政府对事业单位的民营化犹豫不决，另一方面既使公共部门的改革已经开辟了事业单位转型为民办非营利组织的制度空间，但是面对非常不利的环境，很少有理性的事业单位愿意主动进入第三部门。

        理论上说，第三部门的成长有两条途径。一条是自下而上的，即民办非营利组织从公民社会中自发地成长；另一条是自上而下的，即公共部门组织民营化。在中国，第一条途径虽然有加宽之势，但总体来说依然狭窄。民办非营利组织发展的政策和制度空间固然存在问题，但是其自身发展动力不足也是另外的一个问题，至少民办非营利组织缺乏民办营利性组织百折不挠的内在发展冲动。而且，由于公共部门在公共服务中的统治地位，第一条途径既使能够进一步加宽，民办非营利组织的生存空间也受到一定的限制。因此，中国第三部门的顺利成长，高度依赖于第二条途径。公共部门治理变革的走向，也就是非营利组织与国家的关系能否从补缺型转型为互补型，是第三部门能否顺利成长的战略性因素。实现这一转型的主要推手是国家，其中政府如何推动民营部门参与公共服务的制度化和事业单位的民营化是关键。
        在这一方面，西方福利国家改革过程中所谓“能促型国家”理念的兴起及其实践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在经历了战后二十多年福利国家的大扩张之后，从七十年代起改弦更张，大力裁撤那些提供社会福利和社会服务的公共部门组织。然而，在福利国家收缩的大潮中，国家的社会支出（social spending）并没有相应消减，而是通过各种方式，大部分流入民间的非营利组织，少部分流入了营利组织。由此，西方的福利国家发生了深刻的转型，走上了所谓的“公私合办福利” （public-private mix of welfare provisions）的道路。对此，加州大学伯克莱校区社会政策专家内尔∙吉尔伯特（Neil  Gilbert）教授在八十年代后期提出了能促型国家 (the enabling state) 的理念
，之后他在一系列著作不断地深化其内容
。 这一理念既是对七十年代以来西方福利国家转型实践的理论化概括，也代表着一种新兴的社会理念，旨在为遍及全球的社会改革指明方向。
        长期以来，在社会工作者、社会政策研究者和制订者的心目，所谓的“福利国家” 一般指的是社会民主型的福利国家，以瑞典模式为代表。社会民主型福利国家的最显著特征可以归结为三点：第一，普遍主义式的可获得性，所有公民甚至持有外国籍的永久居民都有权享受社会福利；第二，社会福利服务的公共提供；第三，社会保护是公民与生俱来的社会权利。
         能促型国家的理念旨在颠覆传统的福利国家观念，其具体内容如下三大观念性变革：

        第一，从政府提供向民间提供转型。在传统的福利国家模式中，福利提供者大多是公立组织。支撑这一做法的观念来源于某种对公共产品理论的僵化理解，即认为社会公益事业属于公共产品，而市场在提供公共产品方面会产生失灵，因此公共产品应该由政府提供。在社会主义国家的福利模式中，民间的福利组织甚至根本不存在。一旦政府决定为全社会提供某种社会福利，那么接下来的做法一定是铺摊子、设编制、建事业单位。

        同传统的福利国家相比，能促型国家采取某种市场化的路径从事社会福利。最为显著的区别在于，能促型国家拥抱“民间提供服务而国家出钱买单”的理念。事实上，自七十年代之后，在发达国家，出现了社会服务和福利民营化的新趋势，学者们把这一趋势称为“公共产品的民间提供”（private provision of public goods)），从而打破了由于市场失灵公共产品只能由国家来提供的传统观念
。
        第二，从国家直接拨款支持向国家间接支出转型。在能促型国家的实践中，国家的职能不再是直接为公众提供社会福利的服务，但是也并非撒手不管，而是通过各种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为提供这种服务的民间组织提供支持，其中主要是财政支持。支持的方式多种多样，最为常见的方式包括：通过竞标把福利服务的合同外包给民间组织；直接向救济领取者发放现金或者代金卷，让他们自行选择心仪的服务提供者；为购买社会福利的个人和家庭提供税务优惠。
        国家退出社会福利提供领域但又致力于促进民间非营利服务提供者的能力建设，其主要政策考量是为了增加社会福利服务的竞争性和多样性，减少原来公共机构提供所带来的垄断性和官僚化的弊病，从而更好地为福利的收益人服务
。
        第三，从保护劳工向保护工作转型。传统福利国家模式由国家包揽了社会责任。社会福利给付的发放呈现普遍主义和非条件性的特征，从而在整个社会的运行上出现了所谓的“劳动力非商品化”的现象，即劳动者的收入已经不大同其劳动成正比。同传统的、正宗的、社会民主福利国家的模式有所不同，能促型国家推崇所谓“公共支持私人责任” (public support for private responsibility) 的理念，也就是国家通过各种方式来支持民间，也就是个人、家庭、社区和非营利组织，来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
。
        “能促型国家”的理念虽然是在西方福利国家大转型的背景中提出来的，而形成的初始制度背景显然同中国全能型政府转型的背景有所不同，但是它对于中国公共部门的治理变革与第三部门兴起的结构性大转型多少有一定的启发意义。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共同的挑战都是公共社会服务部门的缩减和政府职能的转变。在这一过程中，政府的战略性作为决不应该仅仅是让公共组织退出，以便为民间组织让出空间，更不是为了防范民间组织与政府对手型关系的出现而阻挠民间组织的发展。政府应该积极利用自身在筹资上的优势，扮演推动民间组织强化能力建设的角色。民间组织在教育、卫生、社会服务等诸多领域充分发挥其自身的活力，是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组织基础。当然，如何实现从全能型政府向能促型政府转型？这一研究超出了本文的研究主旨，需要另文甚至专著加以研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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